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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
 

———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金 以 林

　　提　要:自孙中山去世后, 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 引发无数次

党内分裂 。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 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国民党发迹于广东, 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 。孙中山生前在有意

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 特别

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 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 国民党内

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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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民国政治史的学者大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民国政治的特点, 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 。

王奇生在讨论国民党派系政治时, 曾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分析:“派系倾轧久已成为国民党组织机

制中一个十分幽微而又突显的政治现象 。” “其突显之处, 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

民党内影响深广, 并为众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现象。”①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样一个非常有趣

的 “政治文化现象” :能够同蒋介石争 “党统” 地位的 “党国领袖”, 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

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并非一致, 有时甚至相互对立, 但都在国民党内拥有深厚的历史地位 。蒋

介石依靠军权异军突起, 自然引起他们的极度 “不满” 和 “不服” 。这种 “不满” 和 “不服” 又

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正如陈志让在研究民国政治冲突时所称:“派系斗争又与中国传统的文

化有不解之缘”, ②地域色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的确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③

本文拟着重考察 1925 —1931年间, 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在派系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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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 常为学界所征引 。他在 《三民主义》

一书中曾痛切指陈:“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 本是一片散沙, 本没有民族团体。” 而同它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 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

国人在路上遇见了, 交谈之后, 请问尊姓大名, 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 便非常之亲热, 便认为

同姓的伯叔兄弟……此外还有家乡基础, 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 。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

村的人, 总是特别容易联络。”①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 。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占支配地位下的产物。

事实上, 自从孙中山开始领导革命起, 便在其周围逐步形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

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 孙中山领

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 。据冯自由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 一文所列, 兴中会会

员 286人中, 271人是广东人, 占 95%;② 黄兴 、 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成员大多是湖南人, 宋

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自称是 “湖南团体”;③ 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 、徐锡麟 、秋瑾 、

陶成章, 以及后来的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 。地域观念, 在同盟会内部的纠纷冲突中起了相当重

要的作用 。

孙中山在世时, 他的基本干部有所谓 “上三” 、 “下三” 之说。 “上三” 为胡汉民 、 汪精卫 、

廖仲恺;“下三” 为朱执信 、 邓铿 、古应芬。这六人是清一色的广东人。④ 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

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 基于现实的考量, 也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 。比如 1923 年孙

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 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在伯仲之

间, 但孙却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 导致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 。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

山时, 孙很明确地回答道:“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 (即许崇智) , 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 !

广东人没有话说 。”⑤ 特别是自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 广东被称为 “革命策源地”, 而有别于其

他省份。此后, 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更是不断得到加强 。

1926年,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大会中

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 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 何香凝同志亦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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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但未见实行 。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 都要翻译粤语 。” ① 当天, 会议主

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 、 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 。在以后数天的会议记录

中留下不少这样的记录:“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处分西山会议案。 (由路友于同志代表报告, 陈

公博同志翻译粤语。 ———原注) 全文如下……”② 但在二全大会上, 并没有见会议记录中有听不

懂粤语的其他省份代表, 要求将粤语译成国语的记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不以国语为会

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 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 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

识之强, 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浙江籍的蒋介石曾慨叹道:“粤人重地

域而排外, 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③

直到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 胡汉

民仍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 重申此举之必要。④ 尽管此时会议地点已经由粤移苏, 国民党

也由控制广东一省而变为全国的执政党, 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重要议案时, 党的领袖

胡汉民依然要以粤语来加以强调, 足以说明这种地方意识对中央仍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民党内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 局外人或许看得更清楚。早在 1922年冬, 有一外国人来广

东, 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汪精卫说:“喂 ! 这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 却是广东得了国民党

呢! 你看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 只看见广东, 不看见国民党了 !”⑤

有论者谓:“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 将 “导致党的裂变”。⑥ 孙中山去

世后, 谁来继承他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是引发国民党派系形成的一个关键。李剑农在 1930年

出版的 《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 “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 。

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 将由 `法' 的问题变为 `党' 的问题了;从前是 `约法' 无上, 此后

将为 `党权' 无上;从前谈 `法理' , 此后将谈 `党纪' ;从前谈 `护法' , 此后将谈 `护党' ;

从前争 `法统' , 此后将争 `党统' 了 。”⑦ 而自以为最有资格谈 “党纪” 、 争 “党统” 、 护 “党

权” 的自然是以 “得了国民党” 的广东人。这些粤籍国民党人有着一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

这正是孙中山去世后, 惟有汪精卫 、胡汉民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孙中山在世时, 因其个人的魅力和威望, 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 一时还没有引起国民

党内已逐渐形成的各派系间的公开冲突。孙中山去世后, 党内各派系的冲突立即凸现出来 。这

些看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 如冯玉祥的西北军 、张学良的东北军 、 晋系阎锡山 、

桂系李宗仁, 以及四川的刘湘 、云南的龙云等等 。虽然这些人名义上都已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

但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大都始于北伐前后, 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很浅。他们拥有相当实力, 在北

伐后的历次党内武装反蒋斗争中, 曾分别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其中, 但如果没有一批国民党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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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 地方实力派就无法足以代表 “党统”, 也谈不上 “护

党”, 很难发挥大的作用 。

另一类派系则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 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后, 已拥有一定

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及其追随者所形成的政治派系 。这类派系虽然常与某些不满中央的地方实

力派联合, 挑战中央的合法性, 但他们在进行这种挑战时, 总是自称可以代表国民党的正统,

力求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权。北伐后, 真正敢于挑战蒋介石所代表的 “党统” 而引发的派系

冲突, 才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冲突的主要表现形态。对此, 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

说 1927 —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 `派系政治' 。”①

二

蒋介石是浙江人, 但他最初的事业基础却是在地方主义强盛的广东。早年蒋介石在粤军中,

大都担任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长职务, 很少做掌握实权的带兵官, 而其粤军同僚也往

往以孙中山的监军使者身份视蒋。② 只有自黄埔建军后, 蒋才真正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事力

量。这支军队很快又被国民党人冠以 “党军” 的名义, 以区别于同样驻防广东的其他军队 。从

此, 蒋介石开始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

其实蒋介石的省籍观念也是很强的。北伐前, 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 、 为他

做 “军师” 的戴季陶 、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 。北伐开始后, 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

浙江籍银行家 、 大商人虞洽卿等, 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受到他特殊信任 、 曾参加同

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 。以后, 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 、汤

恩伯 、胡宗南, 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 (军统) 、 徐恩曾 (中统) , 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

浙江人。

长期以来, 蒋介石对广东团体的观感一直十分微妙, 他一面在羽翼未丰时, 视其为自己成

功的重要助力;一面又始终对之心存猜忌 。1925 年, 当蒋借口 “廖仲恺被刺案” 驱走粤军司令

许崇智后, 他将一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 成为第三师, 以后被称为 “嫡系当中的杂牌” 。③ 第一

军即蒋介石掌握的 “党军” 。同时, 蒋介石又将邓铿留下的另一支粤军将领梁鸿楷逮捕, 以李济

深接替梁氏军职 。李济深接任后不久, 即改番号为第四军 。而李济深的背景同蒋氏颇类似, 李

氏原籍广西, 事变前是梁鸿楷部的参谋长, 既不是带兵官, 又不是粤省人 。蒋氏此举是否有削

弱粤军势力的意图, 笔者无从考证。但李济深出长四军后, 即将 “第四军军部设在广西会馆之

内”, 而这会馆又是旧桂系 “莫荣新督粤时所建”。人们虽常把粤 、桂两省同称为 “两广”, 但在

粤人心目中对桂人督粤始终心存芥蒂, 而李济深则被时人视为新桂系的领袖 。李宗仁 、 白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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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总一不是浙江人, 二不是 `穿黄马褂子的' (黄埔系) , 再拼命, 他也没有得宠那四人, 不是黄埔

军校的区队长, 就是黄埔军校的教官, 才是真正的嫡系;我们卫老总连黄埔军校的大门也没有跨进过,

实际上是一个 `嫡系当中的杂牌' 。” 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 ,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

第 69 页。



等人参加国民党, 介绍人就是李济深。①

“廖案” 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 他不仅驱走了党内粤籍政治领袖胡汉民, 还迫使粤籍

军事领袖许崇智交出军权 。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 原本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都

不是的蒋介石, 一跃而为党内二号人物, 成为地位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常委 。此后, 蒋介

石又利用 “中山舰事件” 驱走了在党内和胡汉民齐名的汪精卫 。

有关 “中山舰事件” 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一般论者大都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或国共

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一事件的成因和影响 。② 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广州的代表张国焘, 在回忆

录中就已注意到隐藏在 “中山舰事件” 背后的地域观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当时国民革命军的

六个军, 除第一军外, 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 、 第三 、第六军有些将领, 觉得

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 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

统一脉相传下来的, 更有 `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 的反感 。” 当时对蒋介石颇为不满的谭延

闿就对张国焘 “坦率” 地谈道:“广东这出戏, 不能是军事独脚戏, 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

在有六个军, 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 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 也不好完全由外

省人来掌握一切 。” 谭延闿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 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

有意要抬胡出来 。” 而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明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

情办好, 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 以客观公平的态度, 来加以调整, 从根本上来解决一

切纠纷。”③ 甚至连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 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 其他省的国

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 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 。”④

事情的发展正如张静江所愿。胡汉民自苏联 “考察” 回到广州后, 就在报刊上发表宣言,

主张 “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 。⑤ 这一主张实际是针对当时的国共合作而言。胡氏此举立即引起

苏联顾问的紧张 。而蒋介石的政治手段远胜于胡汉民。黄埔军校新任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认为:

“蒋氏具有革命思想, 远在其他军阀之上”, 只是 “喜尊荣, 好权力, 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

他决定 “利用蒋介石” 。其策略是:首先 “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 如此则可使蒋摆脱右派

的影响, 成为左派;其次, 为 “使蒋氏复与吾辈合作”, 必须 “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 。为此,

他指示其他顾问今后 “对于蒋氏之政治要求”, “让步以为代价, 亦无不可” 。⑥ 鲍罗廷回到广州

后, 完全赞同 “利用蒋介石” 的计划, 处处对蒋退让, 并想尽一切办法打击胡汉民 。

蒋介石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内左右两派 、 国共两党以及双方同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 纵横捭

阖, 不断地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以往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研究, 大多关注于蒋介石提出

的 “整理党务案” 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二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 就

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系, 首次公开挑战粤籍领袖的 “党统” 地位, 且大获全胜 。

当蒋介石在全会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 并提名由支持他的张静江来担任时, 一度令 “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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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顾惊愕”, 但最终还是选举张担任这一新职务。① 与此同时, 国民党内部的纠纷在会上也暴露

出来 。据张国焘回忆:

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问:“没有到会的人

也可以当选吗?” 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 于是李济深便在选票上写了

苹果一样大的 “胡汉民” 三个字, 就退席了 。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 有的

人说:“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跋扈, 原想选任汪精卫, 但恐引起冲突, 因改选胡汉民, 以示

不屈服。” 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的横蛮, 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

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深之选胡汉民, 可予证实。” 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 大概

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②

这种地域观念不仅存在于粤籍国民党人中, 甚至连一些参加国民党的粤籍共产党人也持有

这种心态 。张国焘回忆说:二中全会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 “是老同

盟会会员, 蒋介石如此专横, 中共又如此忍让”, 他极其愤慨, “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

同盟会会员的资格, 联络实力派李济深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 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③

而蒋介石所以能够使张静江当选中常会主席, 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 。④ 鲍罗廷为了拉

住蒋保持 “左倾”, 竭力压制共产党内许多人主张的反击, 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⑤ 不仅如此,

同为江浙籍且因参与西山会议派而于半年前受过党内处分的戴季陶 、 邵元冲 、 叶楚伧等人也纷

纷回归国民党中央。

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 蒋介石拒绝了胡汉民同他会谈的要求, ⑥ 还下令 “拿办吴铁城” (吴

时任广州公安局局长兼任十七师师长) 。⑦ 同时, 蒋通过张静江转告孙科 、 伍朝枢, “希望哲生

(孙科) 充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第三国际接洽”, 并借口 “闻外人言梯云 (伍朝枢) 亦与香港

有所往还”, 要求伍朝枢 “亦暂行离粤” 。⑧ 随后, 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

粤, 孙科的亲信傅秉常同时被免职 。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广东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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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汪精卫深感回天乏力, 遂从广州隐居之地不辞而别 。胡汉民也因受鲍罗廷的打击, 只

好悄然离穗。或许是历史同他们二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汪 、 胡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

天 、 同一条船离穗赴港。① 这样一来, 国民党内重要粤籍领袖几乎全被逐出广东, 深受孙中山信

任的所谓 “上三” 、 “下三” 的粤籍重要干部, 除廖仲恺 、邓铿 、朱执信先后遇害外, 其余的汪

精卫 、胡汉民 、 古应芬三人被迫离开广东。

就在吴铁城被捕的当天, 鲍罗廷相当自信地向加拉罕报告了广州的形势:“今天吴铁城入

狱。孙科将被建议去俄国, 他去那里不知是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 还是同冯玉祥谈判 。傅秉常

要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秘书职务 。伍朝枢将建议休假一段时间……至于内务秘书古应

芬, 决定保留他的原职到李济深的两个师离开这里时为止……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中派的态度

上。我们作了让步, 吸收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 但他要履行党的二大向他提出的放弃西山会议

的条件。戴季陶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 叶楚伧在同样条件下也将受到应有的关照 (任中央

书记之一) 。” ② 尽管鲍罗廷对广东形势的解释是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为出发点的, 但不可否认的

一个事实是, 鲍罗廷提到的右派人物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而所谓中派人物都是亲蒋的江浙人 。

从此, 广州便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而鲍罗廷为了进一步满足蒋介石 “喜尊荣之欲望”, 协助

蒋取得 “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 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当蒋

表示 “惶愧力辞” 之时, 鲍氏居然声言蒋不就任总司令, 他就辞去总顾问一职 。③ 6月 4日, 国

民党中政会决议:“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统率各军, 克期北伐。④ 7月 6日, 中执

会临时会议接受中常会主席张静江辞职, 推举蒋介石继任中常会主席, 但在北伐期间, 仍请张

代理 。⑤ 至此, 蒋介石不仅独揽军权, 而且一跃而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张国焘对蒋介石的积极北伐, 曾有一段有趣的评论:“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

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 使外籍的 `英雄' 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 如果能

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 或可建立霸业之基 。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 `英雄' ,

到省外去打江山, 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

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 `北伐' 的代名词, 是 `向外发展' 。”⑥ 事实也可以证

实这种看法。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全力北伐的六个军都不是粤军, 粤军的两军中只有李济深的

第四军出动了一半部队。尽管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之职, 却不随军行动, 坐镇广东,

而第五军则一兵未出 。以往的研究对第五军的力量大都忽略不计, 尽管第五军力量最弱, 但同

朱培德的第三军相比, 仅仅相差一个营 。⑦ 第五军留在省内, 或许更多的是地域观念造成的 。据

李宗仁回忆, 第四军出兵北伐是在他的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 。李宗仁动员李济深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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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 主人且自告奋勇, 出省效命疆场, 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

人地位, 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 李济深听后, “毅然不加考虑, 脱口而出, 连

声说赞成此一方法” 。①

1926年 7月 9日, 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 。北伐军事进展顺利, 到 11月 9日蒋介石率部进

入南昌, 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时, 北伐军出师刚好四个月, 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随着军事的

突飞猛进, 原来隐藏着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其中最大的冲突就是 “迁都之争” 。国民党左派

和共产党为了进一步限制蒋的权力, 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 。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 “自然以

孙哲生和邓择生 (演达) 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 。② 而孙 、 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 。孙科还公开发

表文章, 指责蒋介石在党内实行专制:“自去年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议决整理党务案, 因为时局

的要求, 变更了总章的规定, 在常务委员会内产生一个主席……照法理论, 本来主席权限也是

很小的。照这次全体会议决定的主席的任务, 是作会议时之主席, 保存党员名册和督促党务进

行。除此以外, 主席便没有什么任务了。但是我们中国人, 大多数是不容易脱了封建时代的思

想的……不知不觉之间要弄到主席的权力变成很大, 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 在党务

上是一党的总理……这是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所意料不到的。”③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 但孙科的真实心态并非如此 。当时, 陈公

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 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 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 我们应

该想出一个办法 。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 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 ?” 孙科的回答异常干

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 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 终有一天要做皇帝

了。” “国民政府必须迁汉, 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 才能免去党的分裂。” 陈公博又找顾孟

余。“孟余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④ 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 、特别是粤籍党

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 。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 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 。在

他们看来, 蒋介石在党内的资历尚浅, 难以服众。正是基于这种不满和不服, 才导致孙科在反

蒋过程中表现出许多极度左倾的言行。1927年 3月 10日, 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 颁

布一系列决议, 限制蒋的权力, 同时还极力鼓吹 “迎汪复职”, 希望通过在党内历史地位更高的

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 。

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全面胜利, 它将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所获取的权

力几乎收缴干净 。但蒋介石已决心另立门户, 随后建立了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政府 。

蒋介石虽然军权在握, 但在党内的资望仍然不够, 因此又拉出正在上海赋闲的胡汉民担任南京

国民政府主席。南京政府成立后, 武汉方面自然愤怒异常, 第一个提议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又是

孙科 。⑤ 此后的宁汉对峙, 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 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 。

三

1928年 1月, 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 继续北伐。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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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董显光在 《蒋总统传》 中有如下评论, 颇能显示蒋氏当时的地位和无奈:“事实上, 他 (指

蒋) 此阶段中的地位是很不巩固的 。虽然在汪精卫出国时, 蒋总统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但他的崇高地位, 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 而非政治的人物 。”① 正如

董显光所言, 自中山舰事件后, 蒋曾一度 “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当时的蒋介石颇为自负 。

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 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

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 蒋氏耀武扬威, 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 。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

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 。该册子之字里行间, 排挤胡 、 汪二氏, 原欲藉此压低彼二人在

党之声誉和资格, 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 。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 对汪 、 胡二人之评批,

一则曰:“汪氏做事常多拖泥带水, 不能彻底, 故他只长做和事佬 。” 二则曰:“展堂个性倔

强固执, 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 。” 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 其作用如何? 明眼者自能了

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 立劝蒋氏收回, 不可发送 。我当时收到一份,

后来询及同志中, 收到者甚少 。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 因戴氏与他友善, 他每以师长称

之。②

自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 他渐渐明白了一点:在 “老一辈同志” 眼中, “他仍被认为军事

的, 而非政治的人物” 。在国民党内, 他此时仍无法代替汪 、胡的领袖地位, 这也是他被迫下野

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 “蒋一边需要粤籍要人协助其树立中央威望;一边又恐

其正统地位为他们所取代 。至于广东人士对蒋的爱憎情绪, 则更明显的反映在他们与蒋一再分

合的历史中。”③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 “党纪” 、 “党权”, 而又敢于同蒋争 “党统” 的并

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 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 、 汪派 、 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等诸政治

派系 。这些派系的主要骨干, 大多是广东人 。

1931年发生的宁粤对峙事件, 又是一个生动具体的例子 。

当蒋介石先排斥了汪精卫, 再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囚禁胡汉民, 独自以孙中山继承者 、 国民

党正统自居时, 几乎所有的粤籍党国要员便暂时放弃派系恩怨, 团结一致, 共同反蒋, 并取得

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全力支持, 进而带动南北地方实力派陆续参与其中。

宁粤对峙期间, 蒋介石在南京一次 “晚宴党国重心诸君” 时曾无奈地向众人表示:“吾人力

肩党国之重, 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存消极之意态, 切勿为无汪 、 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也。”④

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 “即不成党”, 在今天看来的确是 “奇言” 。但当蒋介石面对 “党

国重心诸君” 道出此言的那一刻, “无汪 、 胡即不成党”, 在很多当事人看来却并非 “奇言”, 而

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面对来自党内的强大压力, 蒋介石不得不一改以往对异己势力武力讨伐的

做法, 始终被迫主张政治解决。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党国元老, 主要是张静江 、 蔡元

培 、 吴稚晖等几个江浙籍要人 。

1931年 4月底, 当蒋介石得知古应芬等人准备在广东有所举动时, 特致电广东军事领袖陈

铭枢 、陈济棠表示:“近日谣诼频兴……最好请两兄发电声明态度, 并切劝粤中各同志勿为谣诼

所动摇, 以定党国之基础 。兹将此种谣诼所及于内外影响之重大, 请以两兄私人名义详述如下

…… (四) 如粤籍同志离开中央, 则明示粤人以粤人之故, 而且以粤籍少数同志与全国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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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啻自示其褊狭也……两兄于此实有一言兴邦之可能 。” 蒋氏所说的第四项 “影响”, 在电报原

稿中已用毛笔删除, 可能没有拍发, 但仍可清楚地辨认。① 可见, 当时国民党内有这样一种观

念:即把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视为中央排挤粤方 。而蒋介石也确实有一块心病, 担心 “粤籍同志

离开中央” 。他写上了这一条又把它删去, 大概是觉得把事情挑明后反而会对自己不利。一周

后, 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开列了一份今后干部工作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 (浙) 、张岳军 (川) 、 宋子文 (粤) 、 陈立夫 (浙) 、 孔庸之 (晋) 、 邵元冲

(浙) 、王维宙 (辽) 、于右任 (陕) 、 杨畅卿 (粤) 等为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 (鲁) 、 叶楚

伧 (苏) 、 陈果夫 (浙) 、 陈布雷 (浙) 、 戴季陶 (浙) 、 余井塘 (苏) 、 (刘庐隐———原注,

赣) 、 程天放 (赣) 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 (鄂) 、 陈厚甫 (闽) 、 朱益之 (云) 、熊天翼

(赣) 、葛湛侯 (浙) 、林蔚 (浙) 等为军事之中心, 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 。先去其内部之

散漫, 而后可不愁战局也 。②

在蒋的这份名单中, 浙江籍超过 1/3, 有 8人, 而粤籍人中除了他的妻舅宋子文外, 仅有一

名孙中山在世时即同国民党很少瓜葛的杨永泰。在蒋氏的政治选择中同样存在着较浓厚的地域

观念 。

广州开府后, 孙科在 7月 1日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 向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挑战, 他说:“在

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时, 委员有十六人, 俱由中央执监委员会选出的, 蒋氏自然

不在原始政府委员之列。故在党中或在政府, 他都不得自称为领袖。在原始国府委员十六人中,

有二人已去世, 有一尚在南京, 即戴季陶氏 。其中八人为现在新政府之委员, 计现已到粤者有

汪精卫 、 许崇智 、古应芬 、邹鲁 、 邓泽如及我六人, 另有林森 、伍朝枢二人方在外国归程中。”③

在孙科所提到的众人中, 除支持蒋介石的同乡戴季陶和倾向粤方的福建闽侯人林森外, 其余诸

人都是粤籍。从中不难感受到广东人士对蒋氏 “自称为领袖” 的不满和不服, 以及孙科等人内

心里强烈的党国正统意识:国民党的天下是广东人打出来的, 还轮不到浙江籍的蒋介石来自称

“领袖” 。

当 “非常会议” 正在酝酿时, 一向以中立自居的天津 《大公报》 以 《广东问题之两方面》

为题, 发表社论, 论及这次反蒋运动与以往历次反蒋之不同:

欲求粤事之解决, 应自两方研究:第一, 军事的;第二, 政治的。旬日以来, 国民会

议及各方之电, 皆以陈济棠为事实的对象 。有所劝, 劝陈济棠;有所责, 责陈济棠 。察其

用意, 岂不谓陈负军事责任, 陈果就范, 则问题可立决乎 ? ……而自另一方面论, 则挑起

此次问题者, 为林森 、古应芬等四监委而非陈济棠 。日来各省有力者之发言, 奈何只问陈

济棠, 而不问四监委。再进一步言, 四监委此次举动, 显为一种组织的行为。试观问题甫

起, 而王院长宠惠 、 孙部长科, 即赴上海, 至今不归 。王 、 孙纵不参加风潮, 但亦处调停

地位, 与中央其他委员之立场, 又有微异。航空司令张惠长……此次乃亦翩然归粤 。粤主

席陈铭枢……乃亦未能积极阻止, 而东渡漫游。广东党部, 与汪派久不两立, 乃最近因粤

桂合作, 而汪 、 邹 (鲁) 入省 。是以概观粤局, 有两点最不容忽视者:第一, 国民党著名

之广东党员, 除宋子文 、 吴铁城诸君刻在中央供职者之若干人外, 其余或卷入漩涡, 或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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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消极。第二, 广东向来互不相容之各派国民党旧人, 近居然有冶为一炉之势 。其中固有

早经中央除籍不承认为党员, 如汪精卫 、邹鲁等, 中央早认其为国民党以外之反动派, 不

过从世俗的或历史的批评, 则固与党有深厚关系也。由此两点发生之感想, 则今日之事,

似已不能仅认为陈济棠第八路军之问题, 而不能不认为若干有历史的广东国民党员之共同

行动……广东与国民党之关系最悠久最重大也 ! 夫使单为军事的异动, 出兵讨之足已, 若

其事涉及几多著名党员, 而其地又为党的发源地之广东, 则已非仅一军事问题, 而为党内

重大之政治问题, 非仅兵力所能解决者矣……不能不希望现在党国负责诸公, 务须由党的

方面设法解决政治上之纠纷……勿竟因此失去许多著名粤籍党员, 以自弱其历史的基础 。①

《大公报》 社论中所提到的粤籍人士中仅有宋子文和吴铁城二人没有参加粤方集团。宋子文

祖籍广东 (海南文昌) , 生于上海, 又是蒋介石的妻舅, 自有他不参加之理。同时宋子文也常被

广东人视为异己 。甚至当宋子文 1949年出任广东省长时, 张发奎还抱怨道:“惟今后粤政必须

由粤人自己来搞, 断非老宋可以为功 。实际上二十年来的革命功业, 就是靠广东人打出来的,

现在广东人不但不能打理自己的家事, 反而要仰承老宋的鼻息, 殊为粤人之耻 。”② 同样, 吴铁

城虽然祖籍广东香山 (即中山县) 人, 但自幼生长在江西九江。民国成立后, 25岁的吴铁城才

于 1912年底重返广东, 准备参加广东省议员选举。吴氏曾回忆说:我一到广州就去拜访时任广

东都督的胡汉民, “他说逐鹿者多, 来何太迟, 结果我落选了。我以生长在外, 地方渊源不足,

未能当选, 势所必然 。”③ 或许这正是吴铁城始终亲蒋, 而很少被视为粤方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

即便是后来出任宁方和谈代表的粤人陈铭枢, 其内心在某种程度上仍倾向广东。陈氏的亲信许

锡清就曾谈道:“真如 (即陈铭枢) 周围的人同情广东局面的居多”, 许 “本人也认为陈真如不

应该继续维护蒋介石的政治局面”。④ 而当时北方政治势力中就有人指出:“此次粤方事变, 乃

粤 、 浙两方势力之冲突。”⑤

广东正式树起反蒋旗帜后, 成立了中央执 、 监委员 “非常会议”, 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

如 、 邹鲁 、汪精卫 、 孙科 、 李文范, 秘书长梁寒操, 都是广东人。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

员五人:唐绍仪 、古应芬 、邹鲁 、 汪精卫 、 孙科, 秘书长陈融, 国府之下仅设外交 、 财政二部,

分别任命陈友仁 、邓召荫为部长, 傅秉常 、 吴尚鹰为次长 。他们也是清一色的广东人。⑥ 甚至在

反蒋联盟建立初期, “在一次非常会议开会席上, 有人提议要说广东话, 不准讲其他方言。”⑦

宁粤对峙的最终结局, 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成功地逼蒋下野, 特别是粤方以实现政治民

主化为由, 通过的 《中央政制改革案》, 将原本由蒋担任的国府主席一职的权力极大地缩小, 而

将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内阁 。根据该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 不负实际行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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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 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 。” ① 对此邵

元冲在日记中曾评论道:“ 《中央政制改革案》, 其第一条所称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标

准完全为对介石而设;其第三条规定之行政院院长, 等于责任内阁之国务总理, 则为对哲生而

设。”② 粤方最终在四届一中全会上, 成功地将孙科推上行政院长的高位, 暂时建立起一个以粤

人为主的中央政权, 一时再次满足了粤人在国民党内正统地位的愿望。

但他们的力量毕竟无法同已经多年掌握全国政权的蒋介石相比, 全国的财政 、 经济中心仍

在江浙而不在广东。这种局面终究是无法维持长久的 。

宁粤上海和谈之初, 粤方曾经多次表示:“此次蒋能实践前言, 辞去国府主席之职, 则粤中

同人拟提议蒋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 ③ 但在南京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后, 胡汉民等人联名致电粤

方代表坚决 “反对推蒋任国防委员长” 。④ 因为他们清楚, 如果军队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一切实

际权力依然还会在蒋的手中。当南京方面又有人表示蒋介石愿专任监察院长时, 仍遭到广东方

面的反对 。⑤ 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一议案的是汪精卫, 他为调解粤方内部分裂, 特致电胡汉民 、孙

科提道:“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 。”⑥ 12月 18日, 陈璧君等人到南京出席四届一中全会见蒋介石

时, 也 “以汪精卫之意征求公参加政府为监察院”, 并表示只有蒋承诺此点, 汪才肯来京 。而蒋

当时也 “毅然允之” 。⑦ 因此, 一周后全会选举五院首长时, 何应钦曾致电已下野的蒋介石报告

各方洽商的初步结果:“现各方干部商决:中政会由钧座与汪 、胡分任常委, 轮流主席;推于右

任任国府主席 、 孙任行政 、胡立法 、伍司法 、居考试 、 钧座监察。至宁方同志商定除以张溥泉

任司法 、 蔡考试 、林监察外, 余均同意 。” ⑧ 但蒋并不愿 “为人之傀儡” 。他此次下野同第一次下

野时的情势完全不同 。他这次下野不过是以退为进, 伺机再起, 自然不愿意担任这一闲职 。为

此, 他复电何应钦表示:“中正决不参与党政任何职务, 请兄力排众议, 以全区区。否则, 是逼

中脱离一切公私也。除中以外, 无论何人就职, 中皆无成见, 决无异议。”⑨

有趣的是, 当胡汉民得知要选他继续担任立法院长时, 也立即致电孙科 、伍朝枢 、李文范

等在南京出席会议的粤籍要员, 婉辞立法院长一职, 并对 “政治分配” 提出如下意见:“院部以

粤人愈少愈好。而以弟复立法院亦有三不可:一 、 病躯不能任事;二 、 若弟入宁则违于分工合

作之义;三 、五院多半粤人, 实示人以不广 。故不如推觉生 (居正) 兄或慧生 (谢持) 兄, 而

海滨 (邹鲁) 副之。至于监察仍以于 (右任) 为宜, 若某 (指蒋介石) 为之, 则有随时推翻政

局之可能, 不如易以考试, 望注意。” 10 胡汉民担心蒋介石负责监察 “有随时推翻政局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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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 1927年 4月南京政府的成立, 是借几个监委发难为开端的 。这次广州成立

国民政府, 也是以四监委弹劾蒋介石的通电为起点。但胡汉民毕竟是书生, 不明白此时的蒋介

石羽翼已丰, 他的再起根本不需要采取这种迂回手段, 蒋已经薄监察院长而不为了 。

尽管胡汉民建议新政权 “院部以粤人愈少愈好”, 但蒋氏下野后组成的孙科内阁, 其成员大

都还是粤籍。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 “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

的斗争” 。①

孙科内阁部成员籍贯表

职　务 姓　名 籍　贯 职　务 姓　名 籍　贯

行政院长 孙　科 广东中山 行政院副院长 陈铭枢 广东合浦

内政部长 李文范 广东南海 财政部长 黄汉樑 福建闽侯

外交部长 陈友仁 广东宝庆 军政部长 何应钦 贵州兴义

蒙藏委员长 石青阳 四川南充 海军部长 陈绍宽 福建长乐

司法行政部长 罗文幹 广东番禺 教育部长 朱家骅 浙江吴兴

铁道部长 叶恭绰 广东番禺 交通部长 　　陈铭枢(兼) 广东合浦

实业部长 陈公博 广东乳源 侨务委员长 吴铁城 广东中山

在四届一中全会新选举的内阁 14名成员中, 粤籍人士占了 9人。孙科内阁中惟一一位浙籍

成员朱家骅, 获任后立即通过宋子文电询蒋介石:“可就职否?” 蒋复电表示:“对骝先兄就职

否, 弟无成见。但以后教育, 中央如无方针与实力为后援, 则徒供牺牲, 殊为可惜耳 。” 朱家骅

得到蒋的答复后即向中政会提出辞呈, 最终放弃了教育部长之位。② 时任内政部参事的龚德柏回

忆:孙科组织广东人内阁, 不只更动部会政务官, 连事务官都更动 。他认为这简直不是合作,

而是广东派征服浙江派, 故愤而辞职。③

然而, 蒋介石根本不在乎这些 。一旦等到他准备就绪, 时机成熟后, 整个局面立刻翻转过

来: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很快垮台;毫无政治操守 、 反复无常的汪精卫重新同蒋介石携手合作;

而胡汉民只得留居南天一角 。此后, 蒋介石又走上前台, 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把

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 。

从此, 蒋介石名正言顺地成为国民党真正的 “党统” 代表, 在党内再也没有人同他相抗衡了 。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 对外走向统一, 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 倒是对外竞

争, 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 这是一个公例。”④ 虽然国民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 源

于继承权之争, 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从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时, 它的内部分裂即

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

自国民党北伐胜利统一全国后的数年间, 党内武装对峙不断 。由于汪精卫 、 胡汉民二人分

立, 总有一人支持蒋介石, 从而使蒋一直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 稳坐南京中央。但当蒋介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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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将汪 、 胡二人一起抛开时, 立即引起党内粤派势力的大团结, 并最终逼蒋一度下野 。不可否

认, 地域观念是构成这次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同政治学者所强调的:当一个

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 、 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构成, 而且又各有特殊的趋向或趋

势, 这种政治亚文化圈的形成往往给政治建设带来很多问题。①

桂系领袖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国民党自有史以来, 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

见, 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 平时虽互相猜忌, 然一有事变, 则又尽释

前嫌, 作坚固的团结 。”② 李氏所提出的方言因素, 其实只是广东籍国民党人团结的外在条件之

一。隐藏在地域观念之后另一重要因素, 正是粤籍国民党人内在的革命正统意识。

当然, 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 这其中更主要的因素,

还是出于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不同的政治理念。同时, 国民党粤籍领袖之间也并非意志一

致, 各派系彼此间同样是矛盾重重。但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历史的原因, 国民党发迹于广东,

也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短短的数年时间里, 迅速由广东一省统一了全

国。这也在无形中增强了粤籍党国领袖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 。因此, 当蒋介石自己都不得不

以党内 “新进” 自称, 而欲以军事力量控制整个国民党时, 自然引起党内元老的强烈 “不满”

和 “不服” 。不可否认这是最终酿成 “宁汉分裂” 和 “宁粤对峙” 的重要因素之一, 并两度逼迫

蒋介石下野。尤其是后一次的宁粤对峙, 广东人浓厚的地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促成粤方最

初大团结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当孙科内阁垮台, 蒋介石重返中枢后, 他已懂得为了巩固自己在

党内的统治地位, 宁可再度同长期以来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合作。他一时仍无法建立一个无广东

人参加的中央政权。这一局面大致维持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

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嬗变 。他们长

期以来拥有的这种 “党统” 意识, 随着国民党由广东一省迈向全国 、 南京政府的不断巩固和开

放, 加之蒋介石不断提拔 、 重用浙江人, 而逐步失去原有的光环 。当然, 为了笼络粤籍人士的

感情, 蒋介石也任用一些二流粤籍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常会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曾记道:“现

中央以浙江人为中心, 对于海外同志, 不得已则以二等之广东人物如萧吉珊 、 谢作民等以羁縻

之。但此辈均无远大眼光, 且一己又乏才智, 以故不能用人才, 彼等但知拉票, 海外有服从一

己者豢养之而已, 不知人才耗损尽矣 。”③ 王子壮的观察, 颇能道出蒋介石对粤籍人士的心态 。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 粤籍党员的地域观念, 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影响逐步缩小。

此后, 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 主要表现为在蒋介石独断控制下的各派系之间的矛盾 。地域

观念逐渐淡出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 。

〔作者金以林, 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100006〕

(责任编辑:徐思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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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n Xius reign.However, no household was emptied to provide labo r for the authorities, as w as

believed.Neither the inscribed bamboo slips of the Wu state nor other literature provide any clue point-
ing to the existence of a separate regist ration for government employees.

The Situation andMentality of the Yuan Dynasty Confucian Scholars as Seen in Tui Zhai Ji

Zhang Fan ( 69)

Xu Heng and Liu Yin, tw o leading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north in the Yuan dynasty, had a

rather subtle relationship.In his essay Tui Zhai J i , Liu excoriated one of the celebri tie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ithout mentioning his name.Some researchers hypothesized that Liu w as criticizing Xu Heng, al-
though others disag reed.As a matter of fact, it was indeed Xu Heng that Liu w as alluding to in the es-
say.Xu Heng advanced into and ret reated from the political arena several times, which provided good

grounds for criticism.However, Liu was hypercritical in accusing Xu of “playing t ricks” and “cheating

the w orld.” He seemed to have a strong prejudice against Xu which w 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character and mentality.It was one facet of a prism that reflected the tragic fate of ethnic

Han scholars under Mongol rule.

Passing the Family Properties to an Outsider:Cases in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uan Chengxian ( 85)

The genealogy of the family of Cheng at Yuchuan, Wuyuan, and the Huang Ce Di J i (黄册底籍)

of the 27 Du (都) and 5 tu (图) at Xiuning suggest that it was a common rather than an exceptional

practice to pass the family properties to an outsider among the large families at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One of the many causes of this w as the absence of an heir in the family.An impor-
tant economic facto r in inheritance by an outsider was to save the family property from being dispersed.
Affection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passing the family property to an outsider.Since clanism

was based on bloodline and centered on a sy stem of inheritance by clansman, the popularity of the prac-
tice of passing the family property to an outsider and the adjustments to related laws point to loosened re-
lations within the feud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Despi te their development since the Song dynasty, clans

tended to decline from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kingDiplomatic Corps and Its Activities Centered on Treaty Interests

Huang Wende ( 97)

Under a synergy of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the changing of its member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si tuation and the orbits of different pow ers, the Diplomatic Corps of Peking seldom achieved “unanimous

agreement” in the real sense of the w ord in its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late 1920s, af ter several decades
development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860.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1901 Trea-
ty of Peace ( Aust 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the Nether-

lands, Russia, Sp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 , the Peking Diplomatic Corps played a role in Chinese politics.However, the split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w ake of World War I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t rategy of t reaty revision

diplomacy led to its inability to form a long-term alliance to deal with China.In 1920 when regimes in

both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of China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and refused to

recognize its agencies as its representatives, under the impact of Leo Karakhans visit to China, the Dip-
lomatic Corps had to reconsider the nature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i 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o normal-

ize it s organization by adjusting its priorities on protoco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Stress on Place of Origin and Factions inside the Nationalist Party:An Observation of National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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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from Guangdong in the 1920s and 1930s Jin Yilin ( 115)

Af ter the death of Sun Yat-sen, repeated splits occurred in the Nationalist Party, caused by the

passing of the leadership.Of the various reasons contributing to the factions within the Nationalist Par-
ty, an important one was the st ress on place of o rigin.A great number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leaders

came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the cradle of the party.In his lifetime, Sun Yat-sen widened the dis-
parities between party members f rom Guangdong and those from other provinces.When the Nationalist

Party expanded from Guangdong to the entire country , and especially w hen Jiang Jieshi gained more

power in the party, he had more conf licts with the leaders of Guangdong-origin.Gradually the split s in-
side the party developed into open clashes.

Asianism and the Origin of Rightist Trends in Japan:Also a Response to Mr.Qi Qizhang

Sheng Banghe ( 129)

An explo ration into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sianism in Japan may provide us with a picture of

jingoism developed in Japan from its early ambitions for a“rising Asia,” via nationalism to its later “Pan-
Asianism,” the assumption that “ the w riting system in all East Asian countries share the same origin,”

and its vision of a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Early Asianism in Japan first appeared in

the mid 19
th
century.It w as a trend containing various dimensions.An analysis of how this trend evolved

from its early forms, and how its most reactionary dimension developed and expanded rapidly ma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gene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ightist thinking in Japan and facilitate a clearer

view and more profound critique on this thinking.

ColumbusSecond Expedition and the First Spread of the Species from the Old Continent to America

Zhang Jian ( 145)

The biotic communities in America and Australia differ from tho se on the Old Continent due to

complicated natural reasons.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brought about g lobal interchanges, in-
cluding g lobal biotic interchange.Between September 1493 and June 1496, Columbus led a Spanish fleet

on a second expedition to America, for 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The f leet, as w ell as the following

supply ships, brought with them animals, cat tle, fow ls, and epidemic diseases from the Old Continent.
European whites also moved to America.This interchang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both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hemi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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